缅怀先哲 砥砺向前
【编者按】
2019年迎来了南开大学百年校庆。自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李霁野先生曾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今外国语学院）担任系主任长达30余载。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南开外语校友会倡议发起了“霁野讲坛”，通过邀请权威专家来校举办学术讲座，推动南开外语学科的发展。4月2日，“霁野讲坛”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在外国语学院举行，李霁野先生的学生、外国语学院教授常耀信以“缅怀先哲 砥砺向前”为主题做报告。
——在2019年4月2日“霁野讲坛”上的发言

常耀信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在习主席刚刚视察过我校、做了重要讲话、全校师生受到激励都在争先恐后发扬南开精神、力争取得新成绩的时刻，在我们庄严地纪念我们的老系主任李霁野先生115年诞辰之际，南开外国语学院和外国语学院校友会做出一项重大的决定，这就是设立霁野讲坛。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这不仅是一件对南开外国语学院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而且是关系到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讲坛要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位先贤对于一个学院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发挥的引领作用，而且是在纪念他所属的一代先贤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霁野先生和他们一样，都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先进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在我1960年进入南开外文系时，霁野先生就早已声名显赫，是我们年轻学子心目中的偶像级人物。他在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妙语连珠，又用意深邃，又给我们增加了一层神秘感。之后我有幸接近老先生，听取他的教导、建议和批评，对他慢慢有了一些了解和理解。今天我能借此机会谈谈我与先生接触的一些感受与体会，感到无限的荣幸和激动。

霁野先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和爱国者。他在20年代很年轻的时候就追随鲁迅先生参加革命活动。这些都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我只说两件事情，以表明霁野先生的爱国和革命情怀。1947年他在台湾教书，新中国一成立，他就在1949年回到大陆。他一向拥护共产党，一向拥护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此，在经过严酷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在改革开放的七八十年代及其后，他的这种爱国和革命的态度始终如一。就说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霁野先生全心全意地拥抱这个全新的时代。他曾经说，我们现在正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他对党忠心耿耿。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因事去拜访他。当时他对不满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作品及艺术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他对我说，你们年轻人要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没有错。他还说，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说共产党的坏话，中国没有共产党不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听了这些话非常感动。记得当时回到学校，忽然想起，在霁野先生家里只顾心情激动地聆听先生的慷慨陈词，却把前去拜访请示霁野先生的事情给忘了办，后来只好再约前去办理。
    
霁野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长达30余载。他带领我们步履维艰，锲而不舍，走过了风风雨雨，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为我们外文系和外国语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对南开大学和外文系的感情非同一般。他多次说过，南开大学和外文系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应当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出突出成绩，走在队列的前面。南开大学外文系（现已发展为外国语学院）能有今天的声望和成就，霁野先生作为带头人功不可没。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霁野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外文系（和外国语学院）成为一个在国内颇有名气的学术单位。特别是在文革之后，当外文系一片惨淡的时候，李先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为整顿外文系做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当时霁野先生已过古稀之年，但他不服老，其表现很有点拳打脚踢的样子，满腔热情地担负起全系的管理工作，以胜似一个年轻人的活力，直面外文系百废待兴的情况，决心打造出一个新外文系。

他遵循鲁迅先生的教导，坚持“路是人们走出来的”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时俱进，敢于走新路，善于走新路。他是我们南开外文系在新时代如何砥砺前行、再上一层楼的设计师。我们系在这个时期的关键时刻所实施的重要举措，追根溯源，其主要想法都是源于霁野先生、或是受到他的启迪而构思而成的。今天，“霁野讲坛”让我讲第一讲，我在诚惶诚恐之余，认真回忆几十年前的情况，忽然悟出一个道理，这就是，在那些年里，李先生做了三件重大的事情，力把南开外文系推到了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前沿，其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可在外文系和外国语学院的历史上大书特书一番。

首先，霁野先生认真整顿了外文系被文革完全搞乱了的教学秩序。李先生一向非常重视教学工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成为当务之急。霁野先生当时事必躬亲，不断召集系级及各专业负责人开会研究这一课题。我当时作为英语专业的副主任，多次参加了这种有时长达几小时的会议，亲眼目睹和聆听了李先生的指示和教导。令人非常感动的是，一个年近耄耋的人，在长时间内，总是正襟危坐、目光炯炯、毫无倦意地听取发言、插话、并发表意见。他提出，要鼓励教师解放思想，放手做好教学工作。在教材和教学方法方面，他多次说，我们要相信老师，相信他们的思想水平，不要过多地干涉。对在教学中出现的先进做法，霁野先生总是不失时机地加以总结和推广。他采取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举办教学观摩课，选出比较出色的课堂教学做示范，请全系老师观摩，有时也邀请兄弟院校老师和领导前来指导。霁野先生非常重视提高课堂授课的效果。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凡是讲话，特别是授课，一定要言之有物，又要让人赏心悦目，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们事先悉心准备。他在一次教师会上强调说，讲课是要尽心准备的，必要时可把讲稿变为腹稿，上课时尽量少看讲稿。他还说，为了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教师有时不妨向相声演员学习一点“扔包袱”的技巧。

在整顿和提高教学水平的同时，霁野先生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也非常关心。他警告我们不要满足于做“教书匠”，而要做个学者型教师，切不可虚度年华、浪费天赋。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为人师者不可误人子弟”。又说，一个好老师应能让学生在多年后仍然感到有些值得回忆的地方，没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很难做到这一点。他的这些教导既为我们提出了目标，也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在李先生的指导下，外文系的教学秩序和质量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这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有些细节就我不再多说了。吕聪敏学长在他的致辞中称霁野先生为“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杰出的教育家”；这是对霁野先生在我国当代文化教育史上地位的最准确的界定。

霁野先生当时所做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开设新课、编写教材、填补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的一些空白。先说我们当时在李先生的指导和督促下，在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所做的事情。文革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界为例。在教学方面，当时虽然有些院校开设过单项的英国文学课程，例如我们南开外文系当时开设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维多利亚小说等，但这样的院校为数不多。至于英国文学史等课程，能够有人开设这些的更是寥寥无几了。文革以后，心气高的李老先生坚持在我们系开设英国文学史。长话短说。当时全国外国文学教学战线出现了开新课、补空白的热潮。尤其在英美文学方面，开设英国文学史及美国文学史的呼声此起彼伏，日益高涨。南开外文系历来重视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英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曾经是我们系的长项之一。按照常理，开设英国文学史对南开外文系来说，应当不是大问题。但在文革前后，批判之风让文学教师胆战心惊，十年浩劫更是大大损伤了我们南开外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传统的元气。现在新时代来临，要求我们重整旗鼓，再操旧业，没有人手和教材不说，而且时间紧迫，我们当时都感到措手不及，感到此事是可欲而不可求的。但是，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霁野先生当时的思想却出奇的明确。在一次系务会议上，他口气坚定地说，南开不可辱其使命，应当竭力，一马当先。他当即决定，由老教授李宜燮先生帮助一位年轻教师即刻着手准备在一年内开设出英国文学史课。他把手中有关英国文学的藏书都拿出来，还和北京图书馆打听、并借用这方面的有关著述。我们克服困难，终于在1980年秋开设出英国文学史课。南开外文系成为文革后国内第一批为数很少的开设这门课程的外文系。

在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当时的情况就更惨了。当时除社科院一些有作为的学者们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努力外，全国就没有一本美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选读读本。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可用的书籍及研究成果了，但在文革之后，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荒原”。中美建交，开设美国文学课程突然成为燃眉之急，甚至超过了对英国文学的重视。但是我们对美国文学感到非常陌生，说到教学与科研，当时既缺人才（没有教师），又缺教材。所以，亡羊补牢也好，临时抱佛脚也好，从教育部到高校，大家都在做努力，赶上形势。例如不少学校开始派留学生到美国去。霁野先生与系里领导决定立刻派青年教师去美国、澳大利亚和马耳他等地学习，以期几年后可以在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为开出新课、编写教材做长远准备。事实证明，几年之后，这些决定都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这种情况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改变。据说当时派到美国学习的一些教师开始回国，北外和南开各有一位美国文学博士同年学成回国。大家都在努力填补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的空白。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霁野先生，先生对我说，在编写教材方面，南开义不容辞，要担负起这个重任。他虽已退休，但仍然心系外文系，极其关心美国文学教材之事。他亲自请也已退休的李宜燮教授出马，领导我们一组十余位中青年教师组成《美国文学选读》教材组。我们大家很有雄心，制定了一个编写一套五卷本的“美国文学系列教材”计划，其中包括两卷《美国文学选读》、一册《美国文学简史》、两卷《美国文学评论精选》。在教委教材委员会和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苦战几年，完成了这一任务。当时我们每出版一卷，就给霁野先生报喜，老先生犹如幼童拿到红包一样地心花怒放。我系成为第一个编写出美国文学系列教材、供全国大专院校使用的工作单位，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和赞誉。这几本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填补美国文学教材的空白的作用，迄今几十年过去，依然在再版，受到兄弟院校的推崇和使用，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我们当时还年富力强，不满足于所取得的成绩，我们要求为申请英语语言和文学博士点而做进一步努力。开始李先生对此有些犹疑，觉得不可刚学会走就要跑。但他很快受到我们的热情的感染，开始尽力支持我们的努力。我们终于在1990年获得国务院学科评审组的批准，在我系设立英语语言和文学博士点；这是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内所设立的较早的一个博士点。我还要说到，在老先生还未退休之前，就设法得到学校和教育部的批准，请来国外资深的英美文学退休教授来我系授课，其中有一位罗伯特•科斯比教授与李先生私交很好。他在我们系任教十三四年，为我们系的英美文学教学做出了非同小可的贡献。在那些年里，我本人活动在霁野先生的左右，深深体会到他对我们这个外文系的热爱和期望。在几十年后的2018年，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在介绍南开外文系时，称我们为“我国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领路者”。这说明李先生成功地把我们外文系推到了这个领域的最前沿。

但这并不满足李先生的期望。他有更深远、更宽阔一些的见解。在他的心目中，他不仅仅怀着我们南开外文系，他的视野涉及到全国。霁野先生的热爱祖国、老骥伏枥、多为祖国办事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感动了我。记得在美国文学教学教材系列完成之后，李先生在一次接见我的谈话中，似有所思、也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天津是中国的三大都市之一，应当做出更多的贡献。”他看出我的茫然不解，就接着说，“咱们南开如果再能出版一些关于英国文学的书籍就更好了。那样我们天津、我们南开外文系就成为既在美国文学、又在英国文学两个方面都做出了独特贡献的唯一的城市和唯一的外文系了。”我听后感到鼓舞，但也可能露出了为难情绪；因为再拉起一套撰写英国文学书籍的写作班子、再奋战几年、实现李先生这个美好设想的难度太大了。李先生笑着说，“不是让你马上搞。先休整一段时间。但你有这个优势：你教过英国文学史，在英国读的也多是英国文学作品，再加上这些年的积累。当然，也不一定搞，但时间和条件都允许时，不是不可以考虑。”我点头说是。说过这话之后几年，李先生驾鹤西行。我很惭愧，因为各种杂务和其他项目之故，就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了。但我没有忘记。我们的另一位老系主任刘祖才先生也在一次谈话中对我提到过类似的话题，说南开外文系有能力在英国文学方面也有所作为，做些大事。事过十余年后的2007年，当时外国语学院的高书记和李院长在接见我时提到，要我领头搞一个在国内影响较大的学术项目。我立刻想到李先生和刘祖才主任曾经提到的英国文学方面的课题。我向他们提出组织一个撰写“英国文学通史”的项目组。他们立刻表示支持，并主动提出出席撰写组的成立会议。我们当时行动很快，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制定出写作大纲、作品目录和注意事项，然后就开始动笔了。成员多是我们学院的老师和我的在外校工作的博士生。我们十几个人奋战五年，写出了三卷本、260余万字的南开版《英国文学通史》，初步实现了李先生的心愿，即使得天津和南开外国语学院成为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内唯一一个写出有着自己特色、在国内有些影响的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学术著作和教材的城市和外国语学院。

现在我要说到霁野先生为我们南开外文系所做的另外一件大事，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三件大事。这就是代表南开外文系参与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工作。当时霁野先生对学术界的形势非常敏感，不止一次地在会议上嘱咐我们大家要关心国内英美文学界的动态，积极参与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界内有益的活动。老先生确如我们常说的“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他自己身体力行。他第一时间注意到，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哈佛博士吴富恒先生正在筹划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事情。

几十年前由吴先生发起、开始策划并组成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当时是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界一件盛事。它一扫文革带来的乌烟瘴气，给学术界刮来一股和畅的风。学术界顿时感到面貌一新。当时国内前几所大学、外国文学界的诸位先哲，一时都在山东大学荟萃一堂，在吴富恒先生的领导下，讨论在新时期我国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问题，决定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这可能是改革开放后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界成立的第一个一级学会。霁野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表示了南开外文系的坚决支持的态度。他认为，这样一个学会可以引导、启发和汇总在我国刚刚起步的美国文学研究工作。以霁野先生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身份，他的支持对学会的成立发挥了很大影响。霁野先生高瞻远瞩，认真参与了这一组织活动，使南开外文系成为该研究会当时为数不多的发起单位之一，成为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带领南开外文系走向全国。这次会议的影响很大，研究会的成立大大鼓舞了我国这个领域内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如大家所知，这个研究会的会员单位现在已经遍及全国，在推动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做出了卓尔不群的贡献。2018年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的参加者竟高达四百余人。我们南开外国语学院现在是这个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单位，每次会议我们都有人参加，我本人有时也为大会赠书，以示支持。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一个细节，说明李先生对成立这个研究会所表现出的认真及严肃态度。当时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决定，会员单位要交纳一定的会员费。几十年后，研究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告诉我，当时只有一个单位缴纳了会费，这就是当时霁野先生担任系主任的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来先生因年事渐高，欲从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位置上退下，他先嘱我代表他参加理事会，并鼓励我发表研究成果，后来就向理事会提出让我担任常务理事的建议。几年后我担任了研究会的副会长，先生得知以后颇有欣喜若狂之状，其情景煞是感人肺腑。他不是为某个个人感到高兴，他是在为南开外文系能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崭露头角而感到由衷的激动和兴奋。在他的心目中，南开外文系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界的举止和形象就应当是这样的。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处于恢复与发展阶段，学术界像全国各条战线一样热气蒸腾，首先与国外研究情况接轨，介绍进不少新作家、新作品、新思潮。李先生时刻注意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状况，唯恐南开外文系赶不上新时代的步伐。他激励我们中青年教师争分夺秒，认真读书与思考，在短时间内拿出像样的科研成果。他鼓励我们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出版研究成果，如果有哪位教师写出了文稿，发表了文章，或哪位老师在翻译界初露锋芒，哪位在某领域内正进行着深入的研究，等等，霁野先生必然是消息灵通，喜形于色，在全系教师大会上予以表彰。霁野先生还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年轻才子脱颖而出。例如在1979年秋南开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霁野先生几次召集会议，为外文系的校庆活动而举行的学术讨论会进行详细准备。他亲自审阅稿子，以保证质量。他还从校外请来一些客人为此会造势。当时全系情绪高昂，很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热烈感觉。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霁野先生亲自指导，落实细节，并且不顾年高体弱，场场必定出席，坐在前排，为教师们打气。

在这个时期，霁野先生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不辞劳苦，出外参加学术会议，及时向我们传递信息，以使我系跟上步伐，创出新成绩。记得当时有一个下午，霁野先生突然通过系办公室通知大家到系里开会。我们当时感到诧异，一向慢条斯理的李老先生突然精神抖擞、风风火火地动作起来，必有要事和大家讲。果然，他向大家介绍了国内正在兴起的外国文学研究热潮，提到了詹姆斯•乔伊斯和现代派这些我们当时都很陌生的作家、作品及研究课题。霁野先生的言行感染了我们。我们都感到，一个新时代到来了，教学与科研的春天到了！霁野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宛似一声春雷，瞬间就把我们惊醒，成功地把我们南开外文系推至新时期的起跑线上。大家顿时振作起来，个个摩拳擦掌，在我系几个专业内，有人开始编教材，有人在国外发表文章，有人搞翻译，系里开始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科研与出版风气。在短短几年内，外文系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内的全国性研究会中发挥了南开应有的作用，巩固和提高了南开外文系在国内本领域内的声名，没有辜负老系主任对我们的殷切期望。霁野先生在鼓励全系认真研究的同时，还不断找一些个人谈话，依照这些人的专业特长，提出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并介绍有关领域的动态，鼓励他们更上一层楼。他特别向我们强调，“南开的希望就在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肩上了”。后来我系各个专业果然不负所望，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最后，我要说到霁野先生对年轻教师们的身体健康的关心。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不少学者都聆听过霁野先生的这种教诲。我们的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写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以志纪念。大家都记得，霁野先生总是对我们说，做学问是一件长远的事情，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他常引用毛主席的话，“风物长矣放眼量”，要认真做学问，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注意劳逸结合。他说，例如一上午，坐在屋子里不停的读和写，时间长了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损害。劳逸结合最好的方法是，每隔四五十分钟就站起来休息一下，比如洗洗手，擦擦脸，喝点水，吃点东西，等等。这样一上午下来就可以有效地休息三四十分钟，在做艰苦的学问的过程中，这是最好的身心调节。他还多次强调，万万不要养成开夜车的习惯，要善于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提高白天的工作效率。这些话对我的同代人里的不少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谷雨(谷恒东)老师和徐齐平老师等，肯定都听过李先生的这种教导，都会有这种感受。对我来说，这些话犹如箴言，我深记在心里，几十年来一直都在照着做，感觉效果非常好。

霁野先生教导我们要注意锻炼身体。他要求我们必须舍得拿出时间来，不惜一切，锻炼自己的身体。他以自己的身体锻炼经历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他自幼身体多病，家人都担心他能不能长大成人。但是他笑着说，老天不会轻易放弃他的造物的。他本人自幼就注意锻炼，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于身体底子差，中年发现有心脏病。他说他没有灰心。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锻炼的计划。那时候他住在北村。他每天坚持从北村走到水上公园，然后再走回来。回到家后擦去身上的汗水，喝一杯茶，就开始读书写字。他这样坚持了多年。同时注意晚饭后散步。霁野先生和夫人一家晚饭后在大中路上散步的景象，我相信不少人都看到过，至今也记忆犹新。

霁野先生的话对我鼓舞很大。这是因为，我幼年身体也非常不好，直到大学期间，我还有“老肠炎”的绰号。在大学期间和从国外回来以后，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没有和李先生单独谈过话。我记得有一次在主楼5楼李先生从办公室里出来在中厅见到我，就笑着但口气不无严肃地对我说，“你面色不好，要注意饮食和锻炼。”在那之后，接触多了，他就不止一次对我说锻炼的重要性。一位好心的体育老师也对我说，我的体质太差了。当时对我刺激最大的一次是1965年夏天到北京培训准备出国。我们培训的第1课是接受军训。当时负责我们军训的是一个营长。他也就是30多岁吧，人很英俊，满面红光。当我们排好队伍聆听他讲话时，他似乎一眼发现了我。他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小伙子，你要加强锻炼，这样的面黄肌瘦可不行”。这足以说明到了25岁我仍然是一个非常缺乏年轻人的健康气质的人。

但是我听了霁野先生的话，没有气馁。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锻炼计划。每天必须在操场慢跑四五圈，直到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汗津津的。我每天随时坚持锻炼，跑步，做俯卧撑等。同时我坚持注意饮食。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吃凉性食品，比如让人垂涎的冰淇淋和和冰棍儿。这些年来我一直谨记李先生的教导，每隔四五十分钟必然站起来休息一下。我在图书馆读书，也坚持每小时休息10分钟。同时按照李先生的指示，活动一下眼睛和肢体。现在老了，但天气好时，我都争取每天坚持三四十分钟的漫步，在电脑上也设置提醒每隔一段时间就休息10分钟的机制，我坐在屋里，无论是看书还是写字，电脑都不断地提醒我注意休息。几十年坚持下来，我觉着受益匪浅。我想这是李先生一生从病弱的身体开始，到后来却能长寿，活到90多岁的秘诀之一吧。

1996年夏天一天午后，我去看望老先生。其时先生已经92岁高龄，但依然是鹤发童颜，精神爽朗，耳聪目明，谈锋不减当年。我们促膝长谈，老人虽已久不视事，但投入心依然如前，一说起外文系就滔滔不绝，感情激动。他为外文系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对正在努力成长的年轻一代学子满怀骄傲、充满期望。当时他似乎在用手指掐算，如数家珍般点出这些人的姓名，那一份兴奋和骄傲溢于言表，甚是感人。最后他深有感慨地、深情地说，“古人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永恒的真理呀！”多年来和先生的多次谈话中，我曾听过他对我们的多次鼓励，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对我们做晚辈的成长所表示的满意、肯定的话。语意之深沉，可令人终生回味、咀嚼。我们当然远未做到“胜于”，但话从先生口中说出，就别具一番韵味; 它也表示出先生的谦虚、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现在先生业已过世，每当回忆起自己能和这位全国闻名的诗人、翻译家、教育家接触多年，当面聆听他的多次亲切的教导，就鞭策自己再接再厉，决不可有半点松懈，不可有愧于先生的深切期望，方可对得住先生的这一番知遇之恩。

现在回忆起来，霁野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就是对祖国、对党的忠诚和对南开的挚爱、对南开的使命感。正是这种忠诚、挚爱与使命感，激励了我们全系、全院坚持不懈、努力向前，始终站立在全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前列。我逐渐认识到，有了这种忠诚、挚爱与使命感，南开就有了光辉的未来。

祈愿霁野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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